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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浚、张栻的生平、学派和思想特点 

杨国宜
1
 

(安徽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 

安徽 芜湖 241000) 

【摘 要】:张浚、张栻父子创建的蜀湘学派，有着自身的特点和影响。他们在两宋之际，适应时势的需要，立

志报国，共济时艰，不仅在抗金战场上建功立业，而且著书立说，出入理学的师承门户，积极倡导实学实用、经世

致用，与理学颇有不同的事功思想。张浚、张栻的“门人”很多，包括后来生活在南宋中期的浙东事功学派，都受

到他们的影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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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学中，张浚、张栻父子创建的蜀湘学派，虽然在《宋元学案》中已经汇集了大量可供研究的资料，可是学术界至今没有

引起足够的重视，以致这个学派是否存在?特点如何?影响如何?大都缺乏论述，以致模糊不清，知道的人不多。近年，我在研究

浙东学派的过程中，根据其学派师承的线索，发现学术界公认为南宋中期事功学派大师薛季宣、陈傅良和叶适，与其乡贤吴松

年、王十朋、郑伯熊的关系很密切，而他们又是张浚的“门人”。再查张浚、张栻的著作，发现了大量论述“事功”的词语，学

术界还没有人使用这些资料加以论说，我据此提出他们具有明显的事功思想。 

张浚、张栻父子生活在两宋之际，本是伊洛理学的传人，但却又与时俱进，进行改革，积极倡导实学实用，具有讲求事功

的倾向和特点，是个很值得注意和研究的问题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?从其时代背景看，主要是由于北宋末年政治腐败，国

力衰落，社会动荡，统治危机十分严重。宋徽宗时，不仅阶级矛盾高涨，出现了宋江、方腊等农民起义;而且民族矛盾激化，在

金兵压境之下，无力应对，导致了“靖康之耻”。宋高宗在爱国军民的支持下，被迫南迁，偏安江左。如何挽救国家危亡，稳定

局势，恢复旧业?成了那个时期最为重要、最为迫切的问题。据《宋史》记载，早在宋徽宗时就曾下诏:“绍复先烈，当在今日，

事功显著，优与推恩。”［1］(P2374)康王也曾贻书李纲:“方今生民之命，急于倒垂，谅非不世之才，何以协济事功，阁下学穷天人，

忠贯金石，当投袂而起，以副苍生之望。”［1］(P11250)宋高宗时，廖刚奏:“经费不支，盗贼不息，事功不立，命令不孚，及兵骄官冗

之弊。”［1］(P11581)孝宗即位，辛次膺奏:“陛下用贤，必考核事功。”［1］(P11803)根据时势的需要，朝廷急需有恢复之志、敢于担当、有

事业心、有建功立业思想的人才。这样的人才，不能仅只是“知书达理”，还需要“经世致用”。元祐时期盛极一时的理学，虽

然有一套“修齐治平”的理论，但在如此严峻的时局面前，程颐和他的门人尹惇都自感无力，拿不出实际可行、挽救危亡的办

法。历史的重任，便落在了李纲、张浚这些具有事功思想之人的身上。 

一 张浚、张栻的生平和学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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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生平事迹，志在报国 

张浚，《宋史》卷 361 有传。字德远，号紫岩，汉州绵竹(今属四川)人。父张咸，元丰进士，签书剑南西川节度判官卒。张

浚 4岁而孤，母计氏含辛茹苦，抚养张浚兄弟成人。张浚从小立志向学，报效国家。政和八年(1118 年)中进士第。 

靖康初(1126 年)，任太常簿。金兵陷京师，金人议立张邦昌时，张浚与开封士曹赵鼎、司门员外郎胡寅，不甘受辱，不书

议状，一齐逃至太学中。闻高宗即位，驰赴南京应天府(今河南商丘)，除枢密院编修官，除御营使司参赞军事。建炎三年(1129

年)春，金人南侵，张浚抗御于吴门。苗傅、刘正彦作乱，张浚会同韩世忠、刘光世等平乱。高宗复位，被任知枢密院事。建炎

四年，张浚提出经营川陕的建议，出任川陕宣抚处置使。张浚在关陕 3 年，训练新兵，以刘子羽为上宾，任赵开为都转运使，

擢吴玠为大将守凤翔。西北遗民，归附日众。 

虽然富平大战失利，但全蜀安全，且以形势牵制东南，江、淮亦赖以安。绍兴五年(1135 年)，张浚出任右宰相，兼知枢密

院事，都督诸路军马，却敌有功。绍兴七年(1137 年)，秦桧主和，张浚被贬居永州(今湖南零陵)，后又谪居连州(今广东连县)，

后再移居永州、潭州(今湖南长沙)，长达 20 多年。直到绍兴三十一年(1161 年)，金军南犯迫在眉睫，高宗才起用张浚判建康府

(今江苏南京)。到任时，金主完颜亮在采石被部下杀死。高宗认为宋金之战终归于和，并不重用张浚。次年(1162 年)六月，高

宗退位，孝宗即位后，召张浚入见。张浚从容回答说:“人主之学，以心为本，一心合天，何事不济。所谓天者，天下之公理而

已，必兢业自持，使清明在躬，则赏罚举指，无有不当，人心自归，敌仇自服。”［1］(P11308)孝宗任命他为江淮东西路宣抚使。隆兴

元年(1163 年)复为枢密使，都督建康镇江府江州池州江阴军军马，渡淮北伐，收复宿州等地，后因部下将领不和，兵败符离，

主和派势力随即抬头。 

汤思退被任为右相兼枢密使，不久再升左相兼枢密使，张浚虽也升为右相兼枢密使、兼江淮东西路，但主和派占据了上风。

张浚在隆兴二年(1164 年)三月视师淮上，积极部署抗金措施，但到四月却被召回朝，江淮都督府被罢。在太上皇高宗的干预下，

左相汤思退更加紧进行降金乞和活动，张浚感到抗金无望，即求致仕，遂被罢相。在回湖南途中，还说:“上如欲复用浚，当即

日就道，不敢以老病辞”［1］(P11310)，行至江西余干得疾去世。可见其爱君忧国之心，始终如一，时刻不忘建功立业的初心! 

张栻(1133—1180 年)，与他的父亲张浚一样，其平生志愿也是志在报国。《宋史》卷 429 有传。他绍兴三年(1133 年)出生

于父亲驻军阆中(今属四川)的军营。颕悟夙成，深得张浚的喜爱。绍兴八年(1138 年)，张浚被谪居永州(今湖南零陵)居住，张

栻年仅 6 岁，即随父前往。此后其父再迁连州、永州、潭州等地时，张栻皆随同居住，接受父亲的教育和儒家传统文化的学习

与熏陶，长达 20 余年，学问见识，逐渐增长成熟。 

孝宗即位后，意欲北伐。张栻“慨然以奋伐仇敌，克复神州为已任”。朝廷启用张浚，开府治戎，其参佐皆极一时之选。张

栻这时已年满 30 岁，学业有成，见识颇广，亦得以荫补官，辟为宣抚司都督府书写机宜文字。“时时内赞密谋，外参庶务，其

所综画，幕府诸人皆自以为不及也。”［1］(P12770)张栻并因除直秘阁，有时得以军事入奏，向皇帝进言:“陛下上念宗社之仇耻，下闵

中原之涂炭;愿益加省察而稽古，亲贤以自辅，无使其或少息，则今日之功可以必成，而因循之弊可革矣。”［1］(P12770)孝宗听其言很

感兴趣，遂定“君臣之契”。 

隆兴二年(1164 年)，张浚去世，张栻护丧回湖南后，长期在长沙城南书院、岳麓书院等地授徒讲学，时间长达 10 余年，与

朱熹、吕祖谦等学人多次聚会，湖湘之学大兴。其间，经刘珙等人推荐，召为吏部员外郎兼权起居郎，后又兼侍讲除左司员外

郎。在不到 1 年的时间里，被孝宗召对六七次。所言大都为修身、务学、畏天、恤民、抑权幸、屏谗谀之类，并反复推明抗金

复仇之义。遭到孝宗周围近臣的不满，将其排斥离朝，仍回湖南教书。 

直到淳熙二年(1175 年)，孝宗念之，诏除旧职，知静江府，经略安抚广南西路，政绩颇佳。3 年后，改知江陵府，安抚本

路。张栻每到一地，都能关心民瘼，访求利病，改革弊政，兴利除害，减轻负担，兴办学校，深得当地民众的爱戴。淳熙七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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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180 年)二月，张栻病卒于江陵，年仅 48 岁。孝宗闻之，深为嗟悼，四方贤士大夫往往出涕相吊，而江陵、静江之民尤哭之哀。 

从以上简单的论述中，不难看出张浚、张栻父子的事业，皆在奋发有为，报效国家。真可以说是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而

其所以能够做到这样，则是由于他们学有师承，思想成熟，具有坚定的信念，组成了以自己为中心的学派，去共赴时艰的结果。 

2．师承学派，共济时艰 

两宋之际，经历靖康之变，宋室南渡，战乱频繁，社会动荡，是一个时势艰难的时代。《宋史》称:“(张浚)与赵鼎共政，

多所引擢，从臣朝列，皆一时之望，人号小元祐，所荐虞允文、汪应辰、王十朋、刘珙等为名臣;拔吴玠、吴璘于行间，谓韩世

忠忠勇，可倚以大事;一见刘锜竒之，付以事任，卒皆为名将，有成功，一时称浚为知人。”［1］(P11311)在他们共同努力下，勇于担当，

共济时艰，才挽狂澜于既倒，救生民于倒悬，真是十分可贵和值得充分肯定。他们为何能够在这历史的紧要关头，取得恢复稳

定的重大成就?我认为重要的原因，是由于他们自幼攻读儒家经典，能够传承师门遗教，努力维护优秀的传统文化，不遭毁灭的

理念。那么，他们师承的是谁呢?学术界对此研究不多，特钩沉考述如下: 

《宋元学案》卷 44《赵张诸儒学案》把赵鼎、张浚列为同一学派。编者全祖望在“按语”中说:“中兴二相，丰国赵公尝从

邵子文(伯温)游，魏国张公尝从谯天授(定)游。”［2］(P800)因为邵、谯二人都是程门弟子，于是赵、张二公也就成了理学传人。张浚

既是谯定的门人，也就是程颐、苏轼的再传弟子了。但张浚的“师承”，又不单是伊洛理学，其“家学”“先绪”，也很是渊源流

长的。其祖父张纮，曾举“茂才异等”，至和元年(1054)知雷州，是一个既懂兵事，又懂城防建设、农田水利，更重视教育的实

用型学者官员。其父张咸(1048—1099 年)元丰三年进士，官至成都节度判官，其学更是“六艺百家，历代文史，无不该贯”［3］(卷

44)，知识面也是很广博。张浚在太学读书时，还从蓬州老儒严庚学《易》，得其“乾坤二说”。可见其师承颇广［3］(卷 44)。至于张栻

的师承，首先应是“家学”，他自幼便和父亲生活在一起，“栻颕悟夙成，父浚爱之，自幼学所教，莫非仁义忠孝之实”［1］(P12770)。

绍兴八年(1138)之后，张浚贬迁永州、连州、永州等地居住，张栻皆随父前往。在连州时，张浚亲自教授张栻《周易》之外，

又令其向曾任知州的王大宝(1094—1170 年)学习二程理学。居永州时，又前往衡山拜胡宏为师，胡宏对他的学行十分欣赏，当

即向他传授了孔子仁义之旨，和二程理学的要义。 

人们常说，同气相求，同类相助。师承有序的学者们，自然会很容易结合在一起，成为志同道合的好朋友，组成一个“学

派”，以共济时艰，创造事业。据《宋元学案》及其《补遗》的记载，张浚的“学侣”有赵鼎、刘子羽、汪应辰等人。张浚的“同

调”有陈良翰、芮煜、陈鹏飞、虞允文、刘珙、杜莘老、张孝祥、张阐、金安节、张宋卿、詹至、徐淮等人。张浚的“门人”

有王十朋、杨万里、胡铨、李良臣、吴松年、刘颖、张子行、方畴等人。张浚的“家学”有张栻、张枃等人。可见其人数甚多，

他们的学术观点和政治立场，应该是基本一致，差别不大。因而能够在实际社会生活中，互相砥砺，互相支持，度过两宋之际

那个社会动荡不安的艰难时期，使之逐渐稳定下来，获得继续发展的机会。 

据有关史料记载，张浚与赵鼎“同在相位，以招徕贤才为急务，从列要津多一时之望，人号为小元祐”。宋高宗有一次与张

浚等议论人才时说:“蜀中多士，几与三吴不殊，近日上殿如李良臣、蒲贽，极不易得。因论士人各随所习，如蜀中之士多学苏

轼父子，江西之士多学黄庭坚。”浚等曰:“大抵耳目所接，师友渊源，必有所自。”［4］(卷 111)陈良翰上疏说:“汤思退奸邪误国，宜

早罢黜。张浚精忠老谋，不宜以小人言摇之。”［2］(P804)王大宝，曾在朝中与赵鼎、张浚共事。后被秦桧挤压到地方任职。赵鼎谪潮

州，大宝不避嫌疑，“从之游，日讲论语”。 

后知连州，张浚先谪是州，即命其子张栻“从之学”。当时，州帑紧张，张浚俸不时得，大宝以经制钱给之。张浚惊曰:“如

累公何”?王大宝说:“得丧命也!”人们叹息不已。后孝宗任张浚都督军事，大宝力赞其议，已而师溃而归，群议汹汹，大宝持

之益坚，请“果断持重，以止横议”?［9］(卷 4)又如刘子羽，在张浚知枢密院事，出任川陕宣抚处置使时，就共事多年，志同道合，

相知甚深。其子刘珙，在陪同宋高宗巡幸建康时，兼直学士院草拟诏书，高宗将还杭州，建康的军务未有所付，众望所归的人

选应该是张浚，但高宗却拟用杨存中。刘珙认为杨存中难当此任，不肯草诏，高宗认为刘珙是想把此任留给张浚。宰相便对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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珙说:你认为张公好，但皇上不喜欢，你这样作不好，还是听皇上的吧!刘珙仍然坚称:杨存中不可用。“某为国家计，岂暇为张

公谋”［1］(P11850)，执奏如初。还有，芮煜绍兴进士，后任修撰，“愤秦氏之乱政”。常州通判沈长卿者，经常与人们议论“和议之非”
［2］(卷 44)。他们与张浚一样，对抗战报国、共度时艰，作出了积极的贡献。 

《宋元学案》卷 50《南轩学案》认为，张栻的学术地位很高，人称南轩先生，自成一派。其“讲友”有朱熹、吕祖谦、赵

汝愚、潘畤、张杰等人。其“学侣”有陈傅良、胡大本、张寓等人。其“同调”有赵不息、刘靖之、刘清之、丘崈、吕陟等人。

他们生活的时代主要在南宋中期，较张浚的时代稍后，社会趋于安定，痛定思痛，总结历史经验，思想更趋成熟。他们抗金报

国、矢志不移，但更多强调整顿朝纲、轻徭薄赋、积蓄力量、发展教育、训练甲兵等方面。他们在各自岗位和领域，都作出了

不少成绩。例如，张栻就曾说:“今日但当下哀痛之诏，明复仇之义，显绝金人，不与通使，然后修德立政，用贤养民，选将帅、

练甲兵，通内修外攘、进战退守，以为一事，且必治其实，而不为虚文，则必胜之形，隐然可见，虽有浅陋畏怯之人，亦且奋

跃而争先矣。”［1］(P12770)针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的状况而言，应该是符合实际、切实可行的。张浚、张栻父子确实是学有师承，传

承有序，师友众多，政治上互相支持，学术上互相砥砺，事业上互相促进，卓有成效，因而得到人们的称道和肯定。 

二 张浚、张栻思想的特点 

1．一本天理，传承理学 

张浚、张浚父子既然都接受过伊洛之学的教导，当然会对理学思想进行研究，而且表现到他们的言行中去。 

据《宋名臣言行录·别集》下巻 3的记载:张浚“公之学一本天理”。他说:“人主以务学为先，人主之学本于一心，一心合

天，何事不济。所谓天者，天下之公理而已，必兢业自持，使清明在躬，则赏罚举措无有不当。”“人主当务讲学，以为修身致

治之本。”他自己治学，更是“以虚静诚一，求之于天为本”。在与人交谈时，也未尝不依于此。并对儿子和门人说:“学以礼为

本，礼以敬为先。”“学者当清明其心，默存圣贤气象，久久自有见处。”张浚在贬居连州时，曾作《四徳铭》示人说:“忠则顺

天，孝则生福，勤则业进，俭则心逸。”连人相与镌之于石，家传人诵。其对理学的修养和传承，可见一斑。因此，他虽然“去

国至是几二十年，退然若无能者，而天下士大夫无贤不肖皆倾心，健将悍卒见之者必咨嗟叹息”。一旦回到朝廷任职，便上疏“庙

胜之道，在人君正心以正朝廷，正朝廷以正百官，正百官以正万民”。并尝作诗曰:“群凶用事人心去，大义重新天意回，解使

中原无左衽，斯文千古未尘埃。”朱熹为此诗作《跋》说:“举大义以清中原，此公平生心事也。观于此诗，可见其寝食之不忘，

无一念不在君亲。”［9］(卷 3)可见，张浚传承理学的内涵和目的是非常明确的。 

张栻秉承理学前辈的教导，和长期进行书院教学的探讨，其理学更具有自己的体系和特征。他继承二程的理本体思想，提

出天、性、心三者，名异实同，皆同体于理。“理之自然谓之天，命于人为性，主于性为心，天也、性也、心也，所取则异，而

体则同。尽其心者，格物致知，积习之久，私意脱落，万理贯通。”［5］(卷 7)他说:“事事物物皆有所以然，其所以然者，天之理也。”
［5］(卷 6)天下万物皆生于理，理是万物赖以生存的根据。他以太极为理，太极变化便产生阴阳二气，二气交感便有万物化生。“太

极动而二气形，二气形而万物化，生人与物俱本乎此者也。”［6］(卷 11)在这个太极本体论的基础上，他进一步把“理”和“心”联系

起来，“此心之发，即天理之所存也”。只要“勿怠此心，而亲贤稽古以广充之，则不惟今日之功可以必成，而千古因循之弊亦

庶乎其可革矣”［7］(卷 13)。这就形成他的穷理格物，可以致知的认识论。 

如何才能穷理呢?他提出穷理在于居敬，居敬在于存心。“其惟穷理而居敬乎!理明则有以精其知，敬立则有以宅其知，从事

于斯，涵泳不舍，则其胸中将益开裕和乐，而所得日新矣。”［6］(卷 11)“故必贵于存心养性焉，存者颠沛造次必于是也，养者全之而

弗害也，存之养之，是乃所以事天者也。”［5］(卷 7)他在《敬斋铭》中还说:“天生斯人，良心则存，圣愚曷异，敬肆是分;事有万变，

统乎心君，一颓其纲，冺焉丝棼。自昔先民，修己以敬，克持其心，顺保常性。敬匪有加，惟主乎是，履薄临深，不昧厥理。

事至理形，其应若响，而实卓然，不与俱往。动静不违，体用无忒，惟敬之功，协乎天德。有过斯改，见善则迁，知至而至，

知终而终，嗟尔君子，勉哉敬止，成己成物。”［6］(卷 36)由此可见，他认为敬是存心的关键。这种居敬存心进行修养的功夫，坚持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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懈，既可以得到知识更新，又可以得到心理平衡，一切合乎天理，还有什么弊不可革、功不可成呢!因此，“明理居敬”应该是

张栻理学思想的核心。 

不过，据朱熹说“公之教人，必使之先有以察乎义利之间，而后明理居敬以造其极”，必须先摆正义利之间的关系。为什么

呢?则是因为“学莫先于义利之辨，而义也者本心之所当为，而不能自已，非有所为而为之者也。一有所为而为之，则皆人欲之

私，而非天理之所存矣”［8］(卷 89)。也就是说，学习的方法、道路和目的固然很重要，但首先还要有个正确的“态度”，学什么?为

什么学?都要合乎“本心所当为”的“义”，也就是“理”。不合乎义理的“态度”，就不可能居敬格物，获得明理的真知，培养

出真正的人才，去达到“治国平天下”的目标了。张栻在父亲张浚去世后，长期在长沙的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讲学，教授生徒，

著书立说，对传承理学，作出了很大的贡献。 

2．通经明理，探寻本意 

张浚、张栻虽然服膺理学，为之传播，尽心尽力，但又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，与时俱进，使自己的思想突破二程的某些局

限，具有更多宋学的特点。中国学术的传统经典，是历史文化的积累，博大精深，是最为宝贵的遗产，但传世既久，文字变迁，

意义难明，必须深入阅读，细致考证，才能通晓其义。这决非汉学家死守的“章句之学”所能解决问题的。与张浚“同调”的

陈鹏飞，是绍兴十二年的进士，他自为布衣，便以经术文词名于当世，教学诸生达数百人之多，“其于经，不为章句，新说至君

父人伦世变风俗之际，必反复详至，而趋于深厚”［2］(卷 44)。张浚本人更是对儒家经典进行过深入研究，史称其“学邃于易，有《易

解》10 巻，书诗礼春秋中庸亦各有解”。他解经的方法就是寻求本意，不为章句。例如，对《易经》“先王以明罚敕法”这一句

的解释，便说是:“使天下格心趋化，先王立法本意，罚明则善劝恶惧，法于是行，刑可措矣。”［11］(卷 3) 

不仅如此，张浚“通经”更重要的目的还在于“明理”，甚至于联系实际，作为“治国”的理论。他曾对宋高宗说:“臣尝

考泰之初九，拔茅茹以其彚征而象以为志在外，盖言其志在天下国家，非为身故也。否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彚征而象以为志在君，

则君子连类而退，盖将以行善道，而未始忘忧国爱君之心焉。观二爻之义，而考其心，则朋党之论，自不攻而破矣。臣又观否

泰之理，起夫人君一心之微，而利害及于天下百姓，方其一念之正，其画为阳泰，自是而起矣。一念之不正其画为阴否，自是

而起矣。然而泰之上六阴已，尽复变为阳，则君子在外而否之所由生焉，否之上九阳已，尽复变为阴，则小人在外而泰之所由

生焉。当今时适艰难，民坠涂炭，陛下若能日新其德，正厥心于上，臣知其将可以为泰矣。异时天道悔祸幸而康宁，则愿常思

其否焉。”［9］(卷 3)他从《易经》中引用许多卦辞，与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天下国家、君子小人、阴阳吉凶、顺逆泰否的关系联系起来。

今天看来虽然不尽符合科学，但在当时说来，其忧国爱君之心、劝人为善之意和亲君子、远小人、改过自新等核心思想，还是

很有价值的。 

张栻与他的父亲张浚一样，也是饱读儒家经典，对《易经》《诗经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都著有“解说”。其解说也是不事章句，

直抒本意。例如他在《论语解》中对“学而时习之”，就直接称说:“学贵于时习。”［10］(卷 1)只要经常不断温习书中的义理，清理其

端绪，理解其含义，融洽于其中，喜悦之情便会油然而生，当然是很快乐的事了。又如他在《孟子说》中对梁惠王问“何以利

吾国”时便说:那是因为当时“王者之迹熄，而霸说盛行一时，谋国者不复知义理之为贵，专图所以为利者”。因此，孟子便直

接回答说:“王何必曰利，亦有仁义而已。”［5］(卷 1)特别值得注意的是，他还说:“观书当虚心平气，以徐观义理之所在;如其可取，

虽世俗庸人之言有所不废;如有可疑，虽或传以为圣贤之言，亦须更加审择。”［5］(卷 1)他在这里提醒人们注意，读书不能盲从，死

读书是不行的，要看它是否合乎义理。不能唯书是听，唯上是从。何者为是?何者为非，应该以是否合乎“义理”为标准。这个

标准很重要，“斯言诚是，岂独观书当然”［6］(卷 20)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。 

3．实学实体，体用结合 

张公父子不仅读书认真，博览群书，获得了丰富的书本知识，并且从其中获得了“学须有用”“不为虚文”的认知。当时，

学风不正，影响了政府急需人才的培养，连宋高宗也颇为感叹地说:“呜呼!士习为空言，而不为有用之学，久矣!”［1］(P2713)张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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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绍兴末被召回朝廷，开府治军，深感实用人才的匮乏。他发现吴松年“少年工于文”，是一个可以培养的好苗子，但沾染了一

些华而不实的时尚文风，便对他说:“士当为有用之学，不必苦心词章。”［2］(卷 32)因而令与其子张栻交往，终于成为有用之才。张

浚非常重视实学实体，体用结合，在“实”字上狠下功夫。史称:“张公到官，遍行边垒，览观山川形势时，犹有旧日戍守将，

公悉召与握手饮酒，问祖宗以来守边旧法，及军阵方略之宜，尽得其实，故公起自疏远，一旦当枢筦之任，悉通知边事本末，

盖自此也。”还说他“公专任国政，首言亲民之官，治道所急，而比嵗内重外轻，遂条具郡守监司省郎馆阁之人迭补之法。四方

灾异必以闻，祥瑞皆抑不奏”［9］(卷 3)。些都反映了他的实学和务实的作风。 

张栻也认为，不能为读书而读书，应该务求实用。他教导“门人”曹集说“士君子之学，不过一实字”。于是，曹集在知南

康军时，便均减星子一县预卖，辍郡廪以教育白鹿书院生徒，都是朱熹欲为而未及尽行者，办了许多实事。因此，杨万里的推

荐书说:“南康地偏民贫，每岁流徙不绝，今皆安集，无有愁叹。望赐旌擢以为良吏爱民之劝。”［2］(卷 71)可见其实学实用思想，是

很有影响和成效的。张栻还说:“士子实作工夫，耐久者难得。”［6］(卷 25)应该持之以恒，不能半途而废。张栻还把他的实学思想上

升到理论层次，从知与行的关系方面考虑，提出了格物致知、知行互发的主张。他说:“盖致知以达其行，而行精其知。”“始则

据其所知而行之，行之力则知愈进，知之深则行愈达。行有始终，必自始以及终。”［9］(序)这种互发并进的知行观，认为知与行属

于同一个认识过程，二者相即不离，行必须以知为指导，而知又因行而深化，知可促进行，行亦可促进知。张栻的这种知行观，

显然要比朱熹的“知先后行”论和王守仁的“知行合一”论高明得多。 

4．读史通今，学究天人 

中国传统文化中，史学历来具有重要的地位。孔子作《春秋》，司马迁作《史记》，是最早的经典作品。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

今之变”，“寓褒贬，别善恶，使乱臣贼子惧”，“以史为镜，可以知兴替”，是史学功用最核心的名言。张浚父子在研读史书时获

受教益，深感以史为鉴的重要。他们继承读史通今的优良传统，作为修身、待人和从政的指南。 

张浚对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典型人物非常熟悉，经常引经据典来说明问题和处理朝政。据《宋名臣言行录》别集下巻 3 的

记载:他曾把周公的《无逸》篇缴呈宋高宗说:商朝的中宗、髙宗和周朝的文王，他们“非徒自享安荣，而有国长久”。可是祖甲

之后的一些王，“生则逸，是以罔或克寿”。只图享乐安逸，岁数不大便身死国亡的历史，值得注意啊!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，张

浚对前贤往哲的嘉言懿行十分喜爱，经常用以指引自己的言行。上书还称他“于本朝大臣最重李文靖公(沆)，谓近三代气象。

又以冦忠愍公(准)、富文忠公(弼)、范文正公(仲淹)之事为可法，当作三贤堂于敝庐之侧，庶朝夕想象，如见其人也。”他还曾

把王朴的《平边策》抄呈宋高宗，希望他坚定抗战的决心:“陛下躬不世之资，当行王者之事，以大有为正心，以正朝廷，正朝

廷以正百官，正百官以正万民，国势既隆，强虏自服，天下自归。”他发现当时朝廷中的正人君子，经常受到邪恶小人的无端诽

谤，混淆视听，是非不明。便给宋高宗上疏说:“昔唐李徳裕言:正人如松柏，特立不倚，邪人如藤萝，非附他物不能自起。臣

尝推类而言之，小人在位，则同于己者誉之以为君子。异于己者排之以为小人。不顾公议，不恤治乱，不畏天地鬼神，彼其专

于自营进身之计，故好恶不公，以至于亡身亡国，乱天下而莫之悔”，后果很不好。希望“陛下亲学问，节嗜欲，清眀其躬，以

照临百官，则君子小人之情状，又何隠焉。”是非好坏，是不难分清的。范仲淹的《灵鸟赋》说“宁呜而死，不黙而生”。这种

直言切谏、宁死不屈的精神，对后世影响颇大。张浚在绍兴初，主持军政，忠心耿耿，抗金报国，建树颇多，但被秦桧等人无

端攻击，贬黜外地闲居，身处逆境。但他亲眼看到秦桧“欺君误国”的种种行径，导致的后果十分严重，便想给宋高宗上疏，“力

论时事，以悟上意”。但又念及母亲计氏年髙，言之被祸，恐不能堪。母亲发现他日益消瘦，问其何故?他只好如实禀告。母亲

立即告诉他，你父亲参加科举考试的《制策》曾说“臣宁言而死于斧钺，不忍不言而负陛下”。至于再三，张浚之意遂决，乃上

言:“当今时势，譬若养大疽于头目心腹之间，不决不止，决迟则祸大，而难测，决速则祸轻而易治。惟陛下断之于心，谨察情

伪，预备仓卒(应变)，庶几社稷有全安之理，不然异时以国与敌者，反归罪正议，此臣所以食不下咽，而一夕不能安也。”秦桧

见之大怒，把张浚从永州贬到更加边远的连州。张浚还从范仲淹那里学习到“不欺”思想，范公曾说:“天威不远人，莫起欺天

意。”［1］(P38)在知邓州时，当地青年贾黯状元及第，回乡拜谢范公，求问为官做人之道。范公说:“君不忧不显，惟不欺二字，可

终身行之。”［1］(P903)不欺，就是上不欺君，下不欺民，堂堂正正做人，不欺自己的良心。张浚为官做人，也处处以此反思自己的作

为。有时虽因其秉公办事，正色敢言，得罪了不少人，甚至遭到罢官，只要是“不欺”，问心无愧，就不必内疚，无需后悔自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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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错了什么事。张浚曾为“门人”王十朋作《不欺室铭》曰:“泛观万物，心则维一。如何须臾。有欺暗室。君子敬义。不忘栗

栗。”正因为如此，所以史称:“若孜孜为国无如浚者，清修笃慎有志天下，古人不能过也。”［9］(巻 3) 

张栻，自幼接受父亲的教育，研经读史，耳濡目染，所学莫非仁义忠孝之实。他很喜欢读历史书，在 27 岁时，便辑录孔子

大弟子颜渊的言行作《希颜录》上下篇，希望以颜渊为楷模，致知力行，以求孔子之道。后来又著《洙泗言仁》《诸葛忠武侯传》

等书，皆有以史为镜的意义和作用。他在《江谏议(公望)奏稿序》中，不无感叹地说:“嗟乎!不有君子其能国乎?”接着，便根

据北宋的历史，指出:“自祖宗有天下，留意多士，仁宗皇帝涵濡长育四十二年，而收其用，为元祐之政。”长期注意人才的培

养，收到了很好的效果。后来，元祐诸君子虽厄穷百罹，但他们“直道隐然，流风所被，论议着见于元符之末”。师承有序，文

脉不绝，不久的“建中靖国之初，盖又彬彬如也。元气不倾，虽国家多故，而中兴之日，旋踵即见”。可见，“人才之为国，重

轻如此”。确实是非常重要的。因此，“为国计者，其可忘封殖爱护，伸忠直之气，遏导谀之萌，以寿天下之脉;而人臣幸登王朝，

其又可迟回利害之涂，自同寒蝉，卒蹈委靡陵夷，以负吾国家也”。君子是国家的精英，是真正的人才。他多次“劝上亲君子，

远小人，信任防一己之偏好，恶公天下之理”。就是这个缘故。有人说“东汉之亡，党锢促之也”，把责任推到李膺、陈蕃等“党

人”身上，他认为不对，“曽不知东汉若无数君子，其亡也尤速”［7］(卷 13)。他们都是君子，他们的“清议”是在反对宦官专权，反

对腐败啊!如果不反对腐败，东汉亡得更快啊!再如，有人认为王安石变法是北宋之祸，他也不同意。他说:“本朝熙丰之初，役

法当革也，科举当变也，冗官当去也”，积弊既深，已经导致了积贫积弱的局面。因此，“神宗皇帝慨然欲更张之”，虽然有一些

老臣以为不可，神宗很不高兴，但“王介甫以为可以必更”，新法得以施行。新法既然是适应时势的需要，不得不进行的改革措

施，又得到皇上的支持，初衷本意并无不善，只是由于“小人乘间用事，而天下之祸从此起矣!”［7］(卷 13)王安石是君子，不是小人;

只是他急于求成，用人不善，让小人钻了空子，新法变质，好事变成了坏事。祸在小人用事，哪里是变法惹出来的呢!因此，张

栻不仅劝皇上亲贤臣远小人，而且自己“其远小人尤严。为都司日，肩舆出，遇曾觌，觌举手欲揖，栻急掩其窗棂。觌惭，手

不得下。”［13］(卷 125)可见他读史通今，以史为镜，是很讲究学用结合的。 

5．倡导事功，倾向明显 

张浚、张栻父子的理学思想，从以上的诸多特点看来，确实与传统的理学具有很大的不同，特别是他们的事功思想，更应

值得注意。张浚的《紫岩易传》中，“事功”一词出现达 10 次之多。 

张浚是学者型的朝廷大臣，著作颇多，《宋元学案》卷 44 称，其所著有《易解》及《杂说》10 卷，《书》《诗》《礼》《春秋》

《中庸》，亦各有解，《文集》10 卷，《奏议》20 卷。但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，只有《张魏公集》(不分卷)，民国刻本，仅 13 叶。

其《紫岩易传》(10 卷)，为其曾孙张献之抄录保存下来的。有“跋”云:“忠献公潜心于易，尝为之传，前后两著稿，亲题第二

稿云，此本改正处极多，绍兴戊寅(1158)四月六日某书，始为定本。”［11］(跋) 

现将《紫岩易传》中涉及“事功”的段落抄录如下，略加疏解。 

首先，张公问道:“方天下屯，孰无趋赴事功之志?”当天下遭遇时运艰难的时候，谁没有趋赴事功，救亡图存的志气呢?是

的，当然有的。这是不成问题的问题，是理所当然的事情，是不需要组织动员，便会人所共趋的潮流。他说:“君子居屯(时运

艰难)，生养天下心，未尝一日忘之”［11］(卷 1)，君子们时时刻刻都在想如何拯救天下。 

当然，也会有一些小人“恶夫，遇合不贞(正)，动不以礼，丧巳违天”，伤天害理，丧失人性，不肯救亡图存，却去谋一己

之私，干坏事。但他们“终不能建立事功，以生利万物”，必然会“获罪于天下，后世耻之”［11］(卷 1)。 

如何才能建立事功呢?那就需要团结一心，“众贤协归，则上可安宗庙，次可安百姓，下可安吾身”;如果“疑心一生，合者

将离，尚可以致天下之豫(安乐)吗”?只有“尽其在我之诚，使无愧于天地，无欺于幽明，若雷动而奋，仁德以行，天下之贤其

将合志同心，以赴事功之会”，就可以取得成功，“而我之德业，永永无穷矣!岂不羙夫!”［11］(卷 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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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然，还要注意“随道在系夫正否”，跟随的领导人如何?道路是否正确?如果“随匪其贞”，那就要出大问题，“在我则德损，

在事功则必不能建立，在天下则必不能惠利”，头人不好，路线不对，哪能建功立业呢!“可不慎择欤”!如果领导人“德积于中，

出而交物，物莫不服从其中正，而事功以建，是以吉”［11］(卷 3)。 

如果“大臣履非其位，失静顺之常，难乎得君得民，而于事功有获矣!”［11］(卷 34)如果任职大臣的才学不够，缺乏办事能力，

那就很难得到君、民的支持和拥护，更难在事功方面有所收获了。 

特别是“位在互乾上”的领袖，如果“亢动失正”，傲然盲动，不按正确的规律行事，也会“事功不立”的。因为“在上位

于恒而无志，以动失常之正，必不能去民之害，而与其利，何以有获邪!”［11］(卷 4)他们既然居于“上位”，就应该具有坚定的意志，

不能动辄“失常”，摇摆不定，那能取得事业的成功呢!他还说:建立事功，必须“节之在礼，守之在中”。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

么，必须合理适中。“不然悦动不己，而失顺静之道，何以能久”。单靠一时的热情冲动，是不能持久的。“惟臣之于君亦若是，

夫英才遇时，有悦动之志，而不知谨礼揆中，若后世汉贾生蔑视绛灌，纷改制度，事功亦何从而立哉!”［11］(卷 5)他认为，如果不遵

守理法，不合时宜的乱改一气，事功也是无法建立起来的。为臣者，只有“惟正以待命，俟君之应，而后展尽其才力，则君心

可复，事功可成。”［11］(卷 6)建立事功，必须依据时代发展的需要进行，“动以趋时，动不妄动”，“应初而动，上下进退，惟恐失时”。

还要以道德思想作指导，“勉德业之为，趋事功之会”［11］(卷 10)，才能取得好的效果。 

从这些资料，不难看出张浚的事功思想确实是内容丰富，观点明确，态度鲜明，立场坚定，可行性很强。总之，他在如何

建立事功的许多方面，都有所考虑，比较全面，值得重视和研究。 

张浚倡导事功思想，不仅表现在著书立说方面，更表现在自己的实际生活中。他时刻不忘“清修笃慎”的目的，是在“孜

孜为国”“有志天下”。他知道个人的力量有限，更需要团结有志于事功的人才共同努力。例如，他在任川陜等路宣抚处置使时，

以刘子羽为上宾，任赵开为都转运使，擢吴玠为大将守凤翔，选用王彥、关师古、吴璘、杨政、田晟、王宗尹、王喜等人，“后

皆有声，世服其能知人”。又如张浚“自淮西归，与赵鼎同在相位，以招徕贤才为急务，从列要津，多一时之望，人号为小元祐”
［2］(卷 44)。再如，孝宗即位后，他上奏说“今日便当如创业之初，每事以艺祖为法，自一身一家始，以率天下”。他“力陈和议之

非”，劝孝宗“坚意以图事功”，“且谓新政以人才为急，人才以刚正为先，因疏当今小大之臣，有经挫折而不挠，论事切直者，

凡十数人荐于上”［9］(巻 3)。隆兴元年(1163 年)复为枢密使，都督建康镇江府江州池州江阴军军马，渡淮北伐，收复宿州等地，后

因部下将领不和，兵败符离。人们常说“不以胜败论英雄”，虽其功未就，但其志可嘉。 

张栻的事功思想，是在继承张浚抗金报国志愿基础上，“慨然以奋伐仇敌，克复神州为己任”的实践中日益发展，形成了更

加细致、较为完整的体系。张栻在《南轩集》《南轩易说》《孟子说》等书中，“事功”一词出现 13 次，下面引用其原文，略加

疏解。张栻认为，治国必须讲求“事功”。因此，在其《廖公(刚)墓志铭》中，对廖刚所奏“事功不立，命令不孚，及兵骄官冗

之弊”，请求进行改革，表示支持［6］(P38)。 

他还认为，“事功固有所当为，若曰喜事功，则喜字上煞有病”。事功，固然是应该讲求的，但不能只是“喜欢”就可以了。

以管仲为例，不能“但称其救世之功”，还应该“问其仁。而独称其事功，则其于仁也，亦可知矣。然使其果为背君而从仇也，

则虽事功亦不足称矣”。事功是有标准的，应该看其是否合符“仁”，是否违背“君”，如果不符合，就不足称道。“夫子但称其

救世之功，问其仁而独称其事功，则其于仁也亦可知矣。然使其果为背君而从仇也，则虽事功亦不足称矣。”［5］(19)同样的原因，

“管晏朝夕之所以处己处人者，莫非图功而计利耳，故得君之专，行政之久，而其事业有限(盖不出于功利之中)君子不贵也”［5］

(卷 2)。 

他还说:“大扺易则易知，简则易从，故能悦诸心;知险知阻，故能研诸虑。心之悦也不忤于理，虑之研也不昧于事;则得者

为吉，失者为凶，吉凶既定，则凡勉于事功者，莫不弘之不息，以成其功。”［12］(卷 2)讲求“事功”，必须经过仔细考虑“不忤于理”，

制定计划“不昧于事”，方能成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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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事功”的可行不可行，成功不成功，关键在于什么人?在于什么时候?张栻说:“当其可而已，此之谓时中。禹稷立乎唐虞

平治之朝，当天下之任，故以生民之未得其所为己忧，其溺也犹己溺之，其饥也犹己饥之。在禹稷之时，居禹稷之任，固当然

也。颜子生于乱世，鲁国之匹夫耳，任行道之责者，有孔子在，则颜子退居于陋巷可也，在颜子之时，处颜子之地，固当然耳。

譬诸同室之斗，则当被髪缨冠而救之，乡人之斗则闭户可也。此禹稷、颜子之事所以为不同。然其为当其可则一而已。故曰:禹

稷颜子易地则皆然。禹稷之事功，果何所自乎?德者本也，事功者末也，而本末一致也。故程子曰:‘有颜子之德，则有禹稷之

事功，所谓事功在圣贤夫何有哉?惟其时而已矣。’”［12］(卷 4)大禹和后稷的时代，为了治水和救饥，他们领导民众齐心干，取得了事

业的成功。颜回生于乱世，只是鲁国的一个匹夫，不能有所作为，他退居于陋巷，是可以理解的。《南轩集》中有一篇《风雩亭

词》曰:“独点也之操志，与二三子兮不同。方舍瑟而铿然，谅其乐之素充。味所陈之纡余，夫何有于事功。盖不忘而不助，示

何始而何终。于鸢飞而鱼跃，实天理之中庸。觉唐虞之遗烈，俨洋洋乎目中。惟夫子之所与，岂虚言之是崇。”［5］(卷 1)张浚、张栻

父子的事业、事功思想，不仅非常突出，而且很有原则，是理学与时俱进、发现弊病后，适应时代转型的新思潮。 

三 结语 

从以上张浚、张栻父子的生平和思想特点的论述中，不难看出他们这个学派，在两宋之际由蜀而湘，适应时局的变化，与

时俱进，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，走出书斋，走向战场，积极服务社会，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，不仅作出了重要的贡献，而且

具有与其他诸多学派不同的特点。最早旗帜鲜明地倡导事功思想，堪称事功学派的先驱。至于其学派的地位和影响如何?当另文

论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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